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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日本应对日美贸易摩擦的经验做法，浙江需在推动产业链本土化、拓展打造强大国内市场、提升

企业核心竞争力、优化整体营商环境

外贸出口是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奠定了今日浙江在全国的重要地位。然而，

受中美贸易战叠加疫情因素持续影响，浙江外贸出口出现较大波动，对完成全年经济目标产生较大压力，

更对浙江产业经济行稳致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过分析二战后日本应对日美贸易摩擦的经验做法，为

浙江在国际贸易环境趋紧背景下推动产业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日美贸易摩擦背景及应对

二战之后，国际贸易自由体系的形成，为日本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优化打开了广阔蓝海。日本通过大

力发展出口贸易，有力推动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期间，

日本对美出口呈指数增长，美国成为日本头号贸易顺差来源国。而美国国际经常项目收支由顺差转为逆差，

触发了日美贸易摩擦。美国为维持经济霸权地位，对日本进行全面遏制。

日美贸易摩擦从 20世纪 50年代末期一直持续到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其不同阶段的贸易摩擦焦点反

映了日本产业升级的路径，主要分成 4个阶段：即以合成纤维、钢铁等原材料产业为代表的贸易冲突阶段，

以彩电、汽车等加工组装产业为代表的贸易冲突阶段，以高新技术业、电信服务业等为代表的贸易冲突阶

段和以汇率为代表的金融战。纵观日美贸易摩擦的每一阶段，由于日美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美国利用强

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影响力施压，使得摩擦涉及领域不断扩大、程度愈加激烈，倒逼日本产业从低端制造

向高端制造转变，实现产业结构全面升级。日本应对主要有以下三个做法：

提早布局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引导产业转型升级。日本政府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将纺织、钢铁等国

内已经或即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向海外转移，重新获得竞争优势，为国内新兴产业升级换代腾出空间。

在推动日本国内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同时，日本大部分制造业企业在国内聚焦

研发设计、高端制造，保留部分高附加值的产品生产线，以及核心部件、机械设备等中间品的生产环节，

以保持一定的先进制造工业水平。

改革内部经济制度，拓展多元化开放市场。“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政府开始经济结构改革，逐步

放松国内经济规制，对外开放市场。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主要侧重于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和打破行业垄

断壁垒，促进市场竞争，带动整个经济朝着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国际市场方面，随着贸易自由化、经济

全球化的发展，日本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单一地向美国市场出口转变为以 WTO为主的多边贸易合作方式，

积极投入多边贸易建设，如构建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使贸易对象更加多元化。

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加快跨国并购重组步伐。为缓解贸易摩擦带来的外部影响以及国际收支不平衡等

问题，1986 年《前川报告》提出必须要积极加入全球竞争和合作，加大制成品进口与海外直接投资力度。

日本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引进科研成果和先进科技，提升本国创新能力，特别是针对欧美地区，仅 1986年

日本就收购了超过 120家的美资企业。



贸易摩擦下日本与浙江产业发展比较

浙江与当时的日本都具有较高的对美贸易依存度。日美关系复杂，二战之后日本变为出口高度依赖美

国市场的国家。日本对美出口在其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从 1980年的 24.2%上升到 1984年的 35.2%。浙江对

美出口依存度也相对较高，对美出口占全省出口总额 19%，占全国对美出口 12.7%。在浙美资企业超过 6000

家，在美浙江企业超过 1300家。但是浙江在产业发展中更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在研究和解决每个阶段浙

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问题上，更注重本土产业结构发展演变规律。

浙江与当时的日本政府都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日美贸易摩擦下日本高技术产品出口依然呈增长趋

势，日本高科技产品出口值从 1988年的 648.98亿美元迅速增长到 1994年约 1118.39亿美元，同时占制造

业出口比值也不断上升，这是日本整体产业发展未受到实质影响的重要因素。浙江也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作为战略基点，集中力量扶持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和产品，淘汰高能耗、高排放、低产出的产业和企

业，出台了投资负面清单。

浙江与当时的日本微观主体都主动加快技术进步。日本形成“雁阵模式”，旨在将进口与出口有机结

合，实现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日本通过将低端产业向海外转移，为国内的支柱产业与高端产业升级和

更新换代腾出了资源和宝贵的空间。比如，上世纪 80年代日本芯片的市场份额居全球首位，且世界半导体

销量前三位均为日本企业。浙江在积极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同时，提出了“四

换三名”战略，就是加快“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的步伐，名企、名品、名家不断

涌现。

浙江比当时的日本拥有更广阔的国内市场支撑。日本国内产业萎缩，新兴产业发展乏力，不足以弥补

制造业产业转移带来的增长动能缺失。相较日本，浙江产业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支撑，并且有着日益完善

的市场体系和不断优化的市场环境，对国内外的各种优质资源无疑具有很强的“虹吸效应”。目前，浙江

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阶段，拥有较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增强的科

技创新能力和丰富的人力资源，为浙江未来产业升级筑牢坚实基础。

对浙江产业升级路径的启示

进一步加强自主研发，推动产业链本土化。加快构建“产学研用金，才政介美云”十级联动生态系统，

实现有机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谋划建设“产综研”机构，加强产学研各类创新资源的统筹协调，承

担基础研究单位不愿做、企业不敢做、政府不能做的事情，打造成为共性关键技术的策源地和高水平研发

机构的共同体。加强政府研发投入特别是基础研究投入，创新重点技术攻关体制。全力推进之江实验室建

设，打造科技创新旗舰、数字浙江平台，培育发展新动能。

进一步挖潜内需市场，拓展打造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数字化赋能，通过打造数字经济“一号工程”，

赋能传统产业，打通供需两端。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工业应用为导向，带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

型。打造“新零售+新制造”模式，通过采用全产业链，以电商平台优势直接链接消费需求“，线上+线下”

共同发力，解决供需两端不匹配问题。共建工业互联网直播平台，以期实现更多生态资源的共建共享，助

力产业转型升级。

进一步培育新型市场主体，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以“绣花功夫”精准服务制造业企业，解决市场准

入、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大力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措施，破除行业隐形壁垒和歧视。稳定传统产业投资

需求，鼓励商业银行对中小微企业的中长期融资，加强土地、信贷等资源要素保障。大力引进人工智能、



新材料、生命健康等中高端项目，加大力度落实科技新政、人才新政、投资新政，加强传统产业技改支持，

平稳新旧动能转换接续。鼓励一代“草根”企业家向二、三代精英企业家转变，实现企业现代化管理方式，

提升企业制度执行效率，提高企业治理水平。

进一步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优化整体营商环境。在供给最优制度上胜人一筹，在营造最佳发展

环境上快人一拍，在最大程度释放改革红利上先人一步。研究制定海外投资省级立法，加快出台浙江营商

环境评价机制，争取将杭州列入世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采样城市。另外，投资促进法人机构和中介服

务机构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浙江这方面的中介组织较少，发展潜力较大。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生命健康产业，把握疫情下的产业发展机遇。浙江生命健康产业发展基础较好、潜

力巨大，新冠疫情期间医药品出口显著增长。2020年一季度，医药品出口 22.8亿元，增长 24.4%。通过发

展医药核心产业，为生命健康产业提供大量的原料，进而推动生命健康企业聚集，进一步促进核心产业链

中原料、研发和销售环节附加值的提升。鼓励医药企业全球化运营，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在省外建立生产基

地，延伸产业链，形成“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发展模式。


